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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其跨文化传播
与影响，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

要维度。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儒学发展的高峰之一，不仅
深刻影响了明清以来的中国思想与实践，更漂洋过海，
成为东亚文明对话中一股活跃的思想力量。朝鲜半岛是
阳明心学东传的关键一环。自16世纪中叶起，阳明心学
随使臣往来与典籍流通进入朝鲜王朝，经历了从接触、
排斥、论辩到逐步本土化的曲折过程。本期专栏聚焦

“阳明心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转化”，组织专家学者深
入探讨，以期增进读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影响的
理解，为今天推动文明互鉴提供历史的观照与启迪。

方东华

阳明心学以“心即理”“致良
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突破了
朱子学的“理在气先”框架，在十
六世纪中后期伴随使臣往来与典籍
交流东传至朝鲜半岛。面对当时已
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朱子学正统，这
一“异质”思想经历了从接触、排
斥、激烈论辩直至创造性调适的扎
根过程，呈现“重实践伦理、轻本
体革命”的鲜明特征，这是一场跨
文化思想对话与创造性转化。

传入与初遇：16世纪
中后期的思想邂逅

阳明心学传入朝鲜的契机，源
于 16 世纪明朝与朝鲜王朝密切的外
交与典籍交流网络。1392 年朝鲜王
朝建立后，朱子学被确立为国家正
统 意 识 形 态 ，“ 性 理 学 ” 贯 穿 科
举、教育与社会伦理。朝鲜长期通
过“燕行”与明朝保持使臣往来，
使臣兼具外交与典籍搜集、学术学
习使命，心学便借这一官方渠道进
入朝鲜知识精英视野。

王阳明 （1472-1529） 去世后
不久，其核心典籍与思想便逐渐传
入朝鲜。嘉靖年间 （王阳明卒于嘉
靖七年年末，公历 1529 年），《传习
录》《阳明文集》 等开始流传，16
世纪中后期朝鲜使臣的“燕行录”
中已出现相关记载与评论，如有记
载提及“王阳明之学，近年盛行于
中原”，此阶段传入的核心典籍包
括 《传习录》 早期刻本等，通过使
臣购置、明朝馈赠等方式进入朝鲜
书院与精英圈层。心学初入朝鲜时
影响有限，仅覆盖少数接触中原学
术动态的上层精英。这与当时朝鲜
的思想环境直接相关：朱子学经郑
梦周、郑道传等阐释推广，已形成
完整的“性理之学”体系，在“四
端七情”等核心议题上框架固定。

对朝鲜精英而言，朱子学不仅是学
术思想，更是维系统治合法性与社
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因此，与朱子
学存在根本分歧的心学，最初多遭
警惕与排斥。

这一阶段的“思想初遇”呈现
“单向输入”特征。朝鲜学者对心
学的理解基于有限典籍，缺乏与阳
明后学的直接对话，对核心概念常
有偏差，如将“心即理”等同于佛
教心性论，指责其“混淆儒释”，
这种误解与排斥为后续论辩埋下伏
笔。

论辩与扎根：“四端
七情论辩”中的思想调适

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初，心
学传播进入“论辩与扎根”阶段，
核心标志是围绕“四端七情”的论
辩及郑齐斗 （1649-1736） 对心学
的系统接受与创造性发展。相较于

“浅层接触”的初遇阶段，此阶段
的“深度碰撞”澄清了心学核心要
义，也使其在与朱子学对话中完成
初步本土化调适。

“四端七情论辩”是朝鲜朱子
学内部的重要论争，却为心学介入
提供了契机。论争核心是“四端”
与“七情”是否同源，形成两大阵
营：李滉 （退溪） 主张“四端发于
理、七情发于气”的“主理说”；
李珥 （栗谷） 提出“四端与七情皆
发于气”的“主气说”。这场论争
深化了朱子学“理气道器”关系的
辨析，但暴露出的理论困境——如
心与理气关系难以厘清，为心学传
播提供了思想空间。心学“心即
理”的主张恰好触及论争核心困
境。朱子学理气二分的框架导致心
性与情感关系的解释矛盾，而阳明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
心外之理乎？”的论断，将理内置
于心，认为四端与七情皆是心的发
用、良知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一全

新思路吸引了诸多在论争中困惑的
朝鲜学者。

在此背景下，郑齐斗成为朝鲜
阳明学奠基者。他出身儒学世家，
早年接受系统朱子学教育，深刻体
会“四端七情论辩”的困境。成年
后研读 《传习录》 等典籍，逐步接
受心学核心主张，构建起朝鲜阳明
学理论体系“霞谷学”。其贡献不
仅在于系统阐释心学要义，更在于
将其与朝鲜思想语境结合，完成心
学的初步本土化改造。郑齐斗对心
学的“创造性转化”体现在三方
面：其一，本体论上弱化“心即
理”的革命性，调和心学与朱子学
之理，提出“心者，理之舍也；理
者，心之体也”的“心理合一”观
点，既避免与正统冲突，又保留重
视心性的核心特质；其二，工夫论
上融合“致良知”与朝鲜朱子学修
养传统，强调“致良知”的实践伦
理意义，将其视为通过“省察克
治”展现良知于日常伦理的具体过
程；其三，社会伦理上结合“知行
合一”与朝鲜士大夫伦理，凸显

“知良知”更要“行良知”的实践
品格。

“霞谷学”的构建标志着心学
在朝鲜初步扎根。尽管仍被朱子学
正统视为“异端”，但通过与主流
思想的对话调适，心学核心思想
成功融入朝鲜儒学传统，形成独
特体系。郑齐斗的思想突破了朱
子学僵化框架，为朝鲜儒学注入
活力，奠定了朝鲜阳明学的传承脉
络。

早期本土化特征：重
实践伦理的思想取向

心 学 传 入 朝 鲜 后 的 早 期 本 土
化，是结合其思想环境与社会需求
的“创造性转化”，呈现“重实践
伦理、轻本体革命”的鲜明特征。
这一特征既是与朱子学对话调适的

结果，也是朝鲜社会现实需求的体
现。

首先，本体论层面呈与朱子学
“谨慎对话”的姿态，弱化“心即
理”的革命性。阳明心学“心即
理”是对朱子学“理在气先”“理
在心外”的根本否定，具有强烈革
命色彩；而郑齐斗等朝鲜早期心学
学者，在接受“心即理”的同时未
否定理的客观性，提出“心理合
一”的调和观点。这种选择并非妥
协，而是在朱子学绝对正统的环境
中，为心学争取生存与传播空间的
现实考量。

其次，工夫论层面侧重“致良
知”的实践伦理与心性修养，将核
心议题从本体建构转向道德实践。
阳明心学“致良知”兼具本体认知
与工夫实践双重属性，而朝鲜早期
心学学者更强调其道德实践意义，
视之为解决社会伦理问题的途径。
这与朝鲜当时的内忧外患局势密切
相关——壬辰倭乱与后金 （清） 威
胁叠加，内部官僚腐败、伦理失
序，知识精英迫切需要强化道德修
养、凝聚共识的思想理论。郑齐斗
强调“致良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于
事事物物也”，将其与具体人伦关
系结合，使心学从抽象理论转化为
可操作的道德指南。

最后，思想传承层面形成“以
实践为核心”的脉络，注重学者的
道德人格与社会担当。阳明心学后
学流派多元、侧重各异，而朝鲜早
期阳明学传承始终围绕实践伦理，
将心性修养与社会担当视为核心使
命。郑齐斗所奠基的这一实践取
向，在近代朴殷植、申采浩等学者
处得到了新的继承与发展，借心学
资源批判现实、推动社会变革，使
朝鲜阳明学始终紧扣社会现实，避
免流于抽象思辨，彰显本土化特
色。

（作者为宁波市王阳明研究院
副研究员）

阳明心学在朝鲜半岛的早期本土化

林甲换

十七世纪末的朝鲜思想界，如
同一片被冰封的湖面——表面平整
如镜，底下却暗流涌动；这片冰层
就是正统朱子学的绝对权威，而那
涌动的暗流，则是被压抑百年的阳
明学脉。一位学者开始了孤独而决
绝 的 破 冰 之 旅 ， 他 就 是 郑 齐 斗

（1649-1736），号霞谷，朝鲜阳明
学的核心奠基人与确立者。

郑齐斗的艰难抉择

十七世纪末的朝鲜思想界，呈
现出朱子学独尊的表面稳定，其根
基之深已渗透至社会各个层面。自
十六世纪王阳明学说通过使臣渠道
传入朝鲜，便立即遭遇以李滉 （退
溪） 为首的主流儒学的系统性批
判。李滉撰 《传习录辨》，对阳明
学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批驳，并将其
定性为背离正脉的“异端邪说”。
在朝鲜王朝的体制设计中，朱子学
不仅作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更
是规范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准则和
维护王朝稳定的意识形态基石，使
得任何对朱子学的理论性质疑，极
易被解读为对政治秩序本身的挑
战，从而超越了纯粹的学术讨论范
畴。因此，阳明学在朝鲜的传播从
一开始就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存环
境，长期处于被排斥和压制的境
地。

郑齐斗出身两班贵族，其人生
本应遵循研习朱子经典、通过科
举、步入仕途的标准轨迹。然而，
他在深入研读 《传习录》 等阳明学
著作的过程中，经历了一场深刻的
思想转变。他描述这种体验为“如
暗 室 得 灯 ， 向 之 疑 团 ， 涣 然 冰
释”，这表明阳明学为他解开了在

朱子学框架内长期存在的理论困
惑。郑齐斗敏锐地认识到，阳明学
所倡导的“心即理”“致良知”与“知
行合一”等命题，强调道德实践的
内在自觉与主体能动性，提供了一
条直指本心、简约直接的修养路
径。这与朝鲜朱子学在发展中出现
的过度依赖经典注疏、偏重抽象义
理辨析而与实践脱节的倾向形成了
鲜明对比。

面对这一根本性抉择，郑齐斗
最终决定走上一条为阳明学正名与
本土化的艰难道路。他认为，儒学
的真谛不在于无条件遵从某一特定
学派或权威的解释，而在于学者本
心对“道”的独立探求与亲身实
践。因此，他决心超越单纯的学派
辩护，开启一项“辟朱鸣王”的系
统性思想工程。“辟朱”意味着必
须正面对抗主流观点，运用精密的
理论分析，逐一驳斥朱子学对阳明
学的主要批判，破除加诸其上的

“异端”污名；“鸣王”则意味着必
须进行创造性转化，即结合朝鲜特
有的学术议题 （如“四端七情”之
辩） 和社会文化语境，对阳明学进
行重新阐释与体系建构，使其扎根
于朝鲜的思想土壤。

“辟朱鸣王”的理论锻造

郑齐斗的“辟朱”并非全盘否
定，而是针对朝鲜朱子学的核心批
判展开理论反诘，直指其三大痛
点，并在此过程中锻造朝鲜阳明学
的理论内核。

其 一 ， 直 指 “ 格 物 致 知 ” 之
弊，确立“致良知”为本体功夫。
针对朱子学批评阳明学“空疏”，
郑齐斗反诘朱子学将“理”外在
化，导致“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
物”的支离困境。他比喻朱子学如

同集齐地图碎片才找路，阳明学则
主张心中自有“指南针”（良知），
循其指引即可达至。他以“事亲”
为例：朱子学认为孝之理在父母身
上，需外求；阳明学则认为孝之理
在本心，“致良知”便自然知孝行
孝。这一辨析揭示了朱子学可能流
于形式，而阳明学则直指道德本
真，将成德根基由外在知识转为内
在自觉。

其二，厘清“心即理”误读，
捍卫道德主体性。针对李滉等人担
心“心即理”会纵容私欲，郑齐斗
区 分 “ 本 心 ”（良 知 ， 至 善） 与

“习心”（受私欲影响）。他强调，
“心即理”特指本然之良知，并赋
予其实践意义：理是心之条理，道
德是良知主动呈现。他写道：“孝
之理，不在父身，而在吾心之恻
然发动处。”这并非否定规范，而
是 强 调 任 何 伦 理 的 真 切落实离不
开主体的自觉与真情，对当时可能
流于表面顺从的礼教社会具有批判
意义。

其 三 ， 以 “ 知 行 合 一 ” 针 砭
“知先行后”，重塑实践品格。郑齐
斗洞察“知先行后”易导致士人空
谈义理而言行脱节。他阐释“知行
合 一 ” 为 “ 如 好 好 色 ， 如 恶 恶
臭”——见好色同时即喜好色，知
与行本是一体。因此，“知是行之
始，行是知之成”，真正的道德认
知必然包含行动意向。强调真知必
能真行的笃实之学，旨在矫治学问
与生活脱节的时弊。

在“辟朱”同时，郑齐斗创造
性“鸣王”。他提出“生理”说，
将阳明学的“良知”与朱子学的

“天理”相融合，认为“良知之发
用流行，即是生理之呈现”，为朝
鲜学者接纳阳明学架设了理论桥
梁。他还发展“诚意慎独”的内向

功夫，形成简捷有力的实践法门。

从思想突围到学派确立

郑齐斗的理论锻造并非书斋里
的独自沉吟，而是伴随着具体而微
的传播实践与学派建设。他的“辟
朱鸣王”之路，是一条将思想从个
人体认转化为学派传承、从边缘暗
流推向历史前台的漫长征途。

著书立说，奠定文本根基。郑
齐斗深知，思想的存续需要坚实的
文本载体。他将毕生所思所辩，凝
练于 《霞谷集》 这部巨著之中。其
中 《存言》《辟荒录》 等篇章，系
统构筑了他的阳明学体系，堪称朝
鲜阳明学的“原典”。这些著作以
严谨的论证、渊博的引据，正面回
应了所有主流批判，为后来的追随
者提供了抵御攻击的理论盔甲与进
攻突围的思想武器。

教育传承，播撒学派火种。他
首先在家族内部讲授阳明学，其子
郑文升、其孙郑始寿承其家学，形
成了最早的代际传递链条。更重要
的是，他吸引了少数敢于冲破思想
禁锢的士人，形成了最初的学术圈
子。他的教诲注重“体认”与“践
行”，常于日常生活间指点良知发
用之机，而非拘泥于章句辩论。

思想辐射，滋养实学新流。郑
齐斗的影响并未局限于狭义的阳明
学派。他的思想与后来的实学大家
李瀷产生了共鸣。李瀷的实学思想
来源复杂，但其中注重实践、反对
空谈的精神，以及对宇宙“生生”
之意的强调，与郑齐斗的“生理”
说及实践导向存在思想上的契合
点，显示了郑齐斗思想突围的辐射
效应。

（作者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教授）

郑齐斗的思想突围与朝鲜阳明学的确立

方嘉文

十六世纪，朝鲜王朝的性理
学 （朱子学） 在李滉 （退溪） 和
李珥 （栗谷） 推动下臻于鼎盛之
际，一股来自明朝的新思潮——
阳明心学，随使臣与书籍东传。
在奉朱子学为唯一正典的朝鲜儒
林看来，阳明学所高扬的“心即
理”“致良知”，无疑是对客观

“天理”、严谨工夫与社会伦理秩
序的颠覆性挑战。一场延绵数百
年的思想交锋就此展开。这部

“异端”的受压史，其意义远非
一个学派的兴衰所能概括，更揭
示 了 异 质 思 想 如 何 作 为 “ 他
者”，刺激主流学说不断自我界
定与深化，并在此过程中悄然塑
造整个思想史的轨迹。

朝鲜朱子学对阳明
学的核心批判

朝鲜儒者对阳明学的批判，
集中在以下几个核心层面，构成
了百年论辩的主轴。

对“心即理”的伦理恐慌：
动摇客观秩序的“禅学”嫌疑。
朝鲜性理学绝对信奉客观、超越
的 “ 天 理 ”。 李 滉 的 “ 理 贵 气
贱”“理动”说，将“理”置于
主 宰 地 位 。 阳 明 学 “ 心 即 理 ”
将道德源泉内植于心，被视为
主客混淆、吞没理于心的危险
学说。奇大升 （高峰） 在与李
珥论辩中即指其“大概近似于
禅”。在李滉后学看来，若人人
各 执 其 心 为 标 准 ， 必 将 导 致

“公是公非”泯灭，社会规范失
却客观依据，陷入主观混乱。

对“知行合一”的工夫论
驳 斥 ： 架 空 “ 穷 理 ” 的 “ 蹈
空 ” 之 弊 。 朝 鲜 朱 子 学 尤 重

“居敬穷理”工夫，视“格物穷
理”为通过读书、观察逐步认
知“天理”的渐进过程。阳明
学“知行合一”及其“知行本
体”论，认为真知必能行、行
即是知，在批判者看来实为轻
视乃至架空“穷理”工夫。朝鲜
儒者认为阳明学将“知”等同于
道德直觉，忽略学问积累，易流
于“不学不虑”之虚空，恐使士
人荒废经典、轻视事理，养成

“虚谈狂妄”之风，难以培养经
世致用之才。

对“四句教”的严厉道德谴
责：瓦解性善论的基石。阳明学

“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
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
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在朝鲜
激起最激烈义愤，尤以首句为
甚。在笃信孟子性善论的朝鲜儒
者眼中，心体“无善无恶”根本
无法接受，直击儒家道德形而上
学基础。他们斥此说类同告子

“性无善无不善”，近于佛教“空
寂”之论。朝鲜儒者坚信本体至
善 （理善、性善） 是一切道德实
践之终极保证，否定此点则工夫
失去根源与方向。

郑齐斗的调和与异
端辩护

在高压之下，阳明学并未绝
迹，而是以私相授受的方式流
传。其集大成者郑齐斗 （1649-
1736） 的独特贡献在于，身处朱
子学话语体系中，试图调和两
者，为阳明学进行“合法性辩
护”，将潜流思想提升至体系化
高度。

以“生理说”重构“心即
理”：寻求与性理学的接榫。面
对“心即理”被斥为“禅学”的
指控，郑齐斗创造性提出“生
理”说。他将“心之体”或“良
知本体”阐释为一种活泼的“生
理”。此“生理”既是天地万物

的普遍生命原理 （与“天理”相
通），又具体内在于人心 （体现
为“良知”）。“心即理”不再被
理解为以主观吞没客观，而是强
调天理的呈现与实践必须通过内
在的道德本心 （生理） 来实现，
注重天理在主体生命中的内在性
与能动性。

以 “ 诚 敬 ” 统 摄 “ 致 良
知”：弥合工夫论的裂隙。针对
忽视“穷理”的批评，郑齐斗着
力将“致良知”工夫与朱子学重
视 的 “ 诚 敬 ” 结 合 。 他 强 调 ，

“ 致 良 知 ” 过 程 本 身 需 要 “ 诚
敬”态度，而“诚敬”的内容就
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阳明
学的“知行合一”并非反对学
习，而是反对脱离道德实践的

“口耳之学”；“致良知”本身包
含了在具体事为中去体认、践履
天理的要求，这与“格物穷理”
的终极目标并非截然对立。

重新诠释“四句教”：剥离
其佛老色彩。对于最敏感的“无
善无恶心之体”，郑齐斗采取了
本体论层面的诠释。他倾向于将

“无善无恶”解释为心体作为纯
粹至善的绝对状态，它超越经验
层面的善恶对待。强调“良知即
天理”，而天理是至善的，从而
将阳明学的本体论重新锚定在儒
家性善论的基石上，洗刷其“告
子、禅学”的污名。

论辩的余波与思想
史意义

这场持续数百年的论辩，其
影响远非单纯的学派胜负所能涵
盖。它深刻地塑造了朝鲜思想史
的轨迹，这一过程在多个维度上
得以显现。

朝鲜朱子学特质的固化。对
阳明学的激烈批判，如同一面镜
子，照见并强化了朝鲜朱子学自
身的特质。为划清界限，主流儒
学更加凸显“理”的客观绝对
性、强调“敬”的严谨工夫、恪
守“穷理”的学问路径、坚守

“性善”的道德严格主义。这使
得朝鲜朱子学 （尤指退溪学派）
呈 现 出 比 中 国 朱 子 学 更 强 调

“ 理 ” 的 本 体 性 ， 更 注 重 “ 敬
畏”与“克治”工夫的倾向。正
是在与“异端”的对抗性对话
中，朝鲜朱子学的主体身份和独
特风格得以进一步明确与巩固。

为实学思潮提供潜在养分。
尽管实学思想家大多公开尊朱斥
王，但阳明学潜流可能间接为朝
鲜实学思潮提供了微妙的思想酵
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
在精神气质上，阳明学对“知行
合一”与“事上磨练”的强调，
虽遭批判，但其反对空谈、注重
行动中证悟的取向，与朴趾源、
丁若镛等实学家批判“空理空
谈”、倡导“利用厚生”的务实
倾向，形成内在共鸣。其二，在
思想权威层面，阳明学“学贵得
之于心”所蕴含的对个体判断力
的信赖，可能无形中松动了朱子
学绝对权威的根基，为后世实学
家敢于修正经注、接纳西学，营
造了潜在的批判氛围。

民族启蒙思想家的再发现。
至朝鲜王朝末期及日据时期，面
对国家危亡，朴殷植、郑寅普等
民族启蒙思想家开始重新挖掘
阳明学。他们看中的，正是其
中强调心力、鼓舞行动、自信
自 立 的 精 神 力 量 。 朴 殷 植 著

《阳明学实记》，明确将阳明学
视为挽救民族士气、激发爱国
行动的思想武器。此时，阳明学
不再主要是哲学论辩的对象，而
被重构为一种行动哲学与心性革
新的象征。

（作者单位：余姚市东海城
市文化研究院）

阳明学与朝鲜朱子学的
百年论辩及其思想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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